
“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

———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

方 志 远

摘　要：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明朝政府为动员民众赈灾助饷，推出以 “冠

带荣身”为中心的系列政策，并试图将其作为扩大财源的手段。但是，随着同一主

题 “国家动员”的反复进行，效果遂每况愈下。而 “国家动员”一旦由权宜变为常

态，性质也由应急转为敛财，从而遭致舆论的批评和民众的抵制，也迫使明廷不断

降低 “冠带荣身”等 “国家荣誉”的准入门槛。民众对于 “国家动员”认同上的变

化，显示出明朝立国６０至１００年间，以天灾与赈灾为契机而导致的国家权力与社

会财富之间发生的 “异势”：社会财富始而被剥夺、被强制，继而被承认、被追逐，

乃至在一定程度上 “俯视”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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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志远，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传统社会与江西现代化研

究中心研究员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随着全球性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频发，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中国历史上自

然灾害和赈灾救荒研究。① 如果我们站在社会进程的立场上考察明朝立国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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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为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应对”和赫志清
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中国灾害通史”的阶段性成果。
以明代而言，赵克生对有明一代荒政中的 “奖劝”之法进行了讨论，认为明代的 “义
民旌表”是相对于以汉代以来 “入粟补官”为主要方式的 “劝分”的根本性变化 （赵
克生：《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３期）；伍跃对明
前期的捐纳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指出 “一夜成名”的愿望是这项政策得以推行的群
众基础 （伍跃：《关于明代捐纳制度的几点思考》，《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２—６８页）；陈业新以凤阳府为中心，对明
代 “劝赈”进行了阶段性研究，指出其作用和局限 （陈业新：《明代国家的劝分政策与
民间捐输》，《学术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８期）。而李华瑞的 《劝分与宋代救荒》（《中国经济
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张文的 《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以宋
朝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则对宋朝的民间救助与



１００年间的赈灾助饷行为，则会发现由此而产生的诸多值得关注的现象和问题：

其一，尽管此时的明朝政府仍可称得上是 “责任政府”，以 “冠带荣身”为中心
的系列性赈灾助饷动员在短期内也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这种效果为何无法持续、

民众响应国家动员的热情为何难以得到保护？其二，为何越是 “崇农务本”地
区，民众越是热衷于 “冠带荣身”之类的 “国家荣誉”，而传统经济文化发达区
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漠？其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何变得越来越 “迁就”

富人，“社会财富”如何始而被剥夺、被强制，继而被承认、被追逐，并最终在
一定程度上 “俯视”国家权力？其四，明代的社会价值观，又如何在 “天灾”

与 “赈灾”过程中，由单一的 “官本位”过渡到 “官本位”与 “财富本位”共
存？本文拟对上述现象和问题进行讨论，希望能够得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启示。

一、从 “旌异优免”到 “冠带荣身”

明英宗正统五年 （１４４０）正月，行在翰林院修撰邵弘誉上疏言： “直隶大
名、真定等府水涝，人民缺食。朝廷虽已遣官赈济，然所储有限，仰食无穷。

先蒙诏许南方民出谷一千石赈济者，旌为义民。其北方民鲜有贮积，乞令出谷
五百石者，一体旌异优免。”① 这里所说的出谷赈灾旌为 “义民”事，发生在三
年之前，但并非只是针对 “南方民”。《明英宗实录》载：

正统二年五月戊午，旌表义民十人：胡有初、谢子宽，吉安府人；范孔孙，

浮梁县人；于敏，榆次县人；巩得海，邳州人；张雷，石州人；梁辟、李成、俞
胜、徐成，俱淮安人。人各出稻千石有奇，佐官赈济，诏赐玺书旌劳，复其家。②

这件事在多种明史著作中都有记载，可见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这一事件的示
范下，一批又一批富民效法 “十大义民”，各出谷千石或千石以上， “助官赈济饥
民”，也被旌为 “义民”。邵弘誉为 “北方民”请愿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发生的。

明廷批准了邵弘誉的请求，并定下一个相对统一的 “旌表”标准：南方富民出
谷一千石、北方部分地区富民出谷五百石，“佐官赈济”，可 “一体旌异优免”，旌为
“义民”并免除其家若干年杂役。③ 于是，一个本来是富民自发或经地方官府动员发
生的单个、孤立的行为，演变成为通过对助赈富民集体旌表而进行的普遍性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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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家指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这些关于中国近世救灾过程中社会力量与政府
之间关系的有益讨论，对本文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① 《明英宗实录》卷６３，正统五年正月辛酉，第１２０２页 （本文所引 《明实录》均为
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明英宗实录》卷３０，正统二年五月戊午，第６０７页。按当时人们习惯中 “南”与
“北”以淮河为界，“十大义民”中倒有大半是 “北方民”。
《明英宗实录》卷６３，正统五年正月辛酉，第１２０２—１２０３页。



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纳粮助赈的热潮。

仅就 《明英宗实录》所载，正统年间因纳粮１０００石以上助赈受到政府 “旌异优

免”的共有１２６６人，明朝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接受富民捐纳的赈灾粮共计１２６万石以

上。实际数字当然要大得多。因为第一，除个别例外， 《实录》一般只记载纳粮

１０００石及以上的 “义民”，更多纳粮１０００石以下者并不在这个数字之内。第二，

《实录》记载是根据各地官员的报告，各种因素的漏报以及 《实录》的漏载都在所难

免。第三，不少 “义民”纳粮在千石以上乃至数千石，但 《实录》均记以 “千石”

或 “千石有奇”。这三种情况在各地方志及明人笔记、文集中大量存在。①

正统十四年八月 “土木之变”的发生，是明朝自 “靖难之役”后又一次政治危

机。此前不久，东南有矿徒叶宗留、佃户邓茂七在江西、浙江、福建掀起风波，西

南有土司思任发、思机发父子在云南、缅甸边境地区引发动乱。由于多处用兵，加

之水旱连年、地震频发，政治上一旦发生危机，以 “量入制出”为原则的国家财政

便显得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进行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动员，并且由单纯的赈济灾民，

转变为在赈济灾民的同时充实军饷。

从正统十四年十月至景泰元年 （１４５０）七月，明廷连续颁布各项有关赈灾助饷

的条例，主要包括：各色罪犯运米赎罪例、召商纳米中盐例、军民运米冠带旌异例、

在京办事或听选官吏运米升迁并予冠带例，等等。凡军民人等有能捐纳一定数量的

粮食，或者从通州、临清等地官仓运米至京师仓或居庸关、隆庆卫等边仓者，可以

获得各种荣誉。荣誉的等级，由正统年间的 “旌异优免”即旌为 “义民”并免其三

年至五年杂役，上升为 “冠带荣身”即授予一定品级的 “冠带”，使其享受朝廷的
“功名”，这成为此后一段时间明廷用以作为赈灾助饷动员的基本政策。此外，死刑

以下罪犯通过纳粮或运米，可以减轻或免除刑罚；候选的低品级官员和吏员纳粮或

运米，可以得到升迁并且给予一定品级的冠带。与此同时，针对南方的兵祸和灾害，

也实施类似政策，进行全面动员。②

通过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北用兵及灾荒所带来的粮食供给上的困难，

景泰君臣也从中得到启示，民间原来有着巨大的人力、财力可供发掘。出于这种认

识，明廷进行了持续动员，试图保持并提升民间的赈灾助饷热情，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国家动员的性质也因此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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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嘉靖 《池州府志》卷７ 《人物·孝义》载，正统年间本府贵池、青阳、石棣、建德四
县旌为 “义民”的有６人，而且有５人捐纳在２０００石以上。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
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１年，第２４册，第４０页上—４１页下）但 《实录》所载
仅４人。
《明英宗实录》卷１８４—１９４，正统十四年十月至景泰元年七月，第３６１１—４１０８页。



景泰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户部发布榜文，召募军民客商人等继续纳粮，以备各
处军饷并赈济饥民，并且根据各地财力和治安状况分出等级。不用兵处分四个等级，
从低至高依次为：第一级北直隶顺天等八府及贵州、四川、陕西、山西、辽东，每
名纳米４００石；第二级山东、广西、福建、云南，每名５００石；第三级南直隶扬州
等府及浙江、江西、湖广、广东、河南，每名１２００石；第四级南直隶苏州、松江、
常州及浙江嘉兴、湖州五府，每名１５００石。用兵处分两个等级：第一级大同、宣
府、贵州，每名１５０石；第二级湖广、福建、四川、广东、浙江，每名４００石。凡
是达到或超过上述定额者，“冠带荣身”；能达到半数者，“旌异优免”。①

“榜文”颁布的第二天颁布 “晓谕”，作进一步的动员：南北直隶及河南、山西、
山东 “富实人民”，有在 “出满”粳米４００石之后，再捐粟米５００石、或料豆１５００
石、或谷草４０００束、或禾草６０００束，以及能提供堪负重之马１５匹、或驴３０头、
或牛３５头，并送赴保定府及易州并各驿站缺畜力处，愿受旌表者可以旌表为义民，
愿受冠带者可以给冠带。② 这个 “晓谕”旨在调动已经纳粮，但因数量不足没有获
得旌表或冠带的民众的积极性，同时把捐纳范围从粟、米扩大到豆、草以及能够提
供马、驴、牛等畜力者。
这一系列措施，可以说是明朝政府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人力

财力，为赈济灾民、充实边饷乃至增加财政收入进行的新一轮全面动员。
但是，景泰君臣显然高估了民众对国家动员的热情。这一轮 “明码标价”式的

动员，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据 《明英宗实录》载，景泰元年被朝廷旌为 “义民”
或授予 “冠带”的只有４位，纳米、纳草、纳马者均有。景泰二年情况向好的方面
发展，有２２位，其中１３位纳粮、８位纳布、１位纳银。但景泰三年的一至七月，又
只有３位。如果和正统五年国家动员后民众纳粮助赈的情况相比，实在惨不忍睹。
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国家大动员，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冷落。
由于整体效果欠佳，明廷调整了动员方式。景泰三年九月，分别给正在发生灾

荒的南北直隶及山西、山东、福建、广西、江西、辽东等处巡抚发出敕文，要求他
们会同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员，对各地灾情进行核实，按口支给灾民官粮，同时动员
富民纳粮助赈，于当地授予冠带，以荣终身，并将获得冠带者的姓名上报朝廷，以
行统一旌表。③
这是景泰时期国家动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献，特点是：其一，改变了动员的

方式，由朝廷通过 “榜文”、“晓谕”直接向全社会动员，落实为由受灾地区的巡抚
及三司进行针对性动员。其二，纳粮者就地接受旌表或冠带，减少了赴京的劳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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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明英宗实录》卷１９０，景泰元年三月辛未，第３９２５—３９２６页。
《明英宗实录》卷１９０，景泰元年三月壬申，第３９２６—３９２７页。
《明英宗实录》卷２２０，景泰三年九月乙未，第４７５０—４７５１页。



费用，但是，为保证荣誉的权威性，仍然由朝廷统一公布名单。①

经过种种努力，这一轮动员获得成功。从景泰四年九月至五年二月，半年之内，

仅 《实录》所载，就有２１０位富民因为纳粮千石以上而 “旌异优免”或 “冠带荣

身”，这个数字超过了正统六年之外的所有年份。（见下文）

二、怪异的 “旌异”、“冠带”数

如果对正统、景泰年间 “旌异优免”、“冠带荣身”的情况作进一步分析，展现

赈灾助饷数字背后的故事，应该很有意义。以下根据 《明英宗实录》记载，对正统

二年至十四年 “旌异”、“冠带”的批次和人数作年度统计。②

表１　正统时期 “旌异优免”年度统计

正
统
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合计

人
／
批
２０／２　 １２／１　 ３２／２　 ４６／２　９２０／１２　５４／４　１３３／４　１２／１　 ５／１　 ８／１　 ４／２　 １２／２　 ８／１　１２６６／３５

　　　资料来源：《明英宗实录》卷３０—１８１，正统二年五月至十四年八月。

从上表可以看出，正统年间国家动员真正见效的时间，或者说民众对国家动员的认

同时间，大约是３—４年，而在正统六年即动员的次年最富成效。这一年有９２０名富

民分１２批受到旌表，占 《明英宗实录》所载正统时期受旌表富民的７２．６７％。正统

九年以后，进入 “常态”乃至 “疲态”。

同样，景泰元年的动员尽管受到冷落，但景泰二年也出现小小的高潮，有２２位

富民因赈灾助饷受到政府的旌表，仅次于正统四年至八年而高于其他年份。景泰四

年九月至五年二月，再次出现了赈灾助饷的高潮。几乎每个月的旌表数都超过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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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明英宗实录》卷２０７，景泰二年八月丙子，第４４４８页。
在进行这项统计的时候，笔者试图从各地方志中得到更为详实的数据。但在对 《天一
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续编》及清代部分省、府、县志进行检索时，发现这个想法并
不现实。第一，以江西南安、吉安二府及南直淮安、徐州为例，所有省志、府志、县
志记载的正统时期 “义民”数量的总和 （除去重复者），都达不到 《明英宗实录》记载
的数字。第二，一些地方志记载的 “义民”，时间上出现大的失误，如乾隆 《江南通
志》，将正统时旌表义民巩得海、岑仲晖等均记入正德年间；另一些则没有具体的时
代，如嘉靖 《延平府志》，记有 “义官”２６７人，其中南平３８人、将乐６６人、沙县３４
人、尤溪３５人、顺昌５３人、永安４１人，这个记载应该非常详实，但没有具体标明是
在正统、景泰或成化、弘治年间，无法进行统计。第三，编撰水平差异极大，有些方
志对此类内容记载十分详细，但有些记载则十分简略。凡此种种，只得放弃，仍以
《实录》为限作为 “抽样”。



元年及二、三年全部的数字。

下面再就接受 “旌表”、“冠带”的富民分布地域进行讨论。

正统二年至十四年间受到旌表的１２６６位 “义民”，分布在南北直隶和除了广西、

贵州之外１１个布政司的８３府、５直隶州及７卫所，可以说是各地民众响应国家动
员的全国性 “大合唱”，各直省以数量多寡排列如下：

表２　正统年间 “旌异优免”分区统计

地区 南直 江西 山西 湖广 河南 山东 陕西 云南 浙江 北直 广东 四川 福建 合计

人数 ２２０　 ２０１　 １８８　 １６６　 １２１　 ９４　 ７５　 ６６　 ６０　 ２５　 ２２　 １６　 １２　 １２６６

　　　资料来源：《明英宗实录》卷３０—１８１，正统二年五月至十四年八月。

上表显示，南直、江西位居前列，处于 “领唱”位置。但实际上，首先响应国家动
员的，并非数字居于前两位的南直、江西，也不是经济发达区苏、松、常、杭、嘉、

湖，而是当时并不富裕的河南、山西。从正统五年六月至六年四月，河南、山西有
将近３００人被旌表为义民。①

与首先响应国家动员的是并不富裕的河南、山西相似，在南直隶，因纳粮助赈
而受到旌表的富民，主要也不是在唐后期以来全国富庶之地的江南，而是在灾情不
断乃至 “十年九荒”的江淮。在受到旌表的２２０名南直隶富民中，竟然有２０１名出
自江淮之间的凤阳、淮安、庐州、扬州四府和徐州。而江南十府州受到旌表的富民
仅１９名，其中最称富庶的苏州以及常州、徽州，各有２人，松江府竟无一人。

表３　正统年间南直各府州旌表富民数

江南十府州：１９位 江北八府州：２０１位

府、州 旌表数 府、州 旌表数 府、州 旌表数 府、州 旌表数

应天府 ４ 苏州府 ２ 凤阳府 ２７ 淮安府 ４３

松江府 ０ 常州府 ２ 扬州府 ４０ 庐州府 ３２

镇江府 ６ 池州府 ３ 徐　州 ５４ 安庆府 ４

太平府 ０ 宁国府 ０ 滁　州 １ 和　州 ０

徽州府 ２ 广德州 ０

　　　资料来源：《明英宗实录》卷３０—１８１，正统二年五月至十四年八月。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南直隶，同样发生在浙江和江西。浙江在这一轮纳粮赈灾
中，受旌表的富民数在全国仅列第９位，不仅少于毗邻的江西，甚至少于西北的陕
西和西南的云南。在浙江乃至全国最称富庶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与苏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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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英宗实录》卷６８，正统五年六月庚子，第１３２２页；卷７５，六年正月丁卯，第１４７９
页；卷７６，六年二月丁酉，第１５１３页；卷７７，六年三月丙寅，第１５３０页；卷７８，六
年四月甲午，第１５５４页。



州、徽州一样，每府仅有２人被旌表，另绍兴有４人、宁波１人。但是，偏远的台

州府，却有２０人；其次是金华府，１１人。

江西虽然在这一轮纳粮赈灾中受旌表者位居前列，但省府南昌仅５人，与河南

省府开封的６２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最为边远、仅辖三县的南安府竟有６４人，

成为正统、景泰年间乃至整个明朝响应国家动员最为突出的一个府，创造了以府为

单位受到旌表人数的纪录。①

正统时期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已然如此，景泰四年九月至五年二月的半年间分６
批旌表的２１０名富民的分布更令人诧异：

景泰四年九月，旌表江西南昌府万邦敬等２８人、吉安府彭遵等１６人；十月，

旌表江西瑞州府杨景和等１１人、袁州府谢琳等１７人；十一月，旌表江西临江府黄

汉高等２２人、南安府傅伯真等４人、赣州府李宜吉等１５人；十二月，旌表江西抚

州府汤汝佐等４１人；五年正月，旌表江西建昌府管文升等９人、饶州府周仕英等

２８人；二月，旌表江西广信府潘永年等６人、南康府万志谦等４人、九江府汤彦海

等４人，又旌表直隶永平府许敬等５人。②

上述受到旌表的富民，除最后一批有北直隶永平府５人之外，其余均来自江西，

而且全部被列出姓名。江西布政司所辖１３府，每月有一至三府的富民因纳粮千石及

以上受到旌表，没有重复，也没有遗漏。当这２０５位富民的名字分散湮没在其他史

料之中的时候，不会引起任何关注。但是，如果把这个名单集中在一起，却极其壮

观。如果说正统时期响应国家动员是一场全国范围的 “合唱”，那么景泰四五年之

际，则成为江西一个省的 “独唱”。

同是国家动员，为何地区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何经济相

对欠发达的地区在响应国家动员时有如此大的热情，而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却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冷漠？

宣德五年 （１４３０）五月，明朝地方行政体制在不经意间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

各地田赋亏欠、仓廪空虚，明廷派出一批能干官员，以侍郎的身份，分往江西、浙

江、湖广、河南、山西、北直府县及山东、南直苏松等府县，“总督税粮”、“巡抚地

方”。③ 正统时期国家动员的成功，很大程度与这一举措直接相关。

先看正统时期率先响应国家动员的河南、山西。正德五年 （１５１０）被派往这里
“总督税粮”、“巡抚地方”的，是当时的政坛新星于谦。《明史·于谦传》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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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实录》卷８６，正统六年闰十一月壬辰，第１７３３页。
《明英宗实录》卷２３３，景泰四年九月乙亥，第５０９６页；卷２３４，四年十月庚戌，第

５１１８页；卷２３５，四年十一月己卯，第５０３５页；卷２３６，四年十二月癸卯，第５１５０
页；卷２３７，五年正月乙亥，第５１７１页；卷２３８，五年二月丁未，第５１９５页。
参见方志远：《明代的巡抚制度》，《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谦至官，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具疏言之。一岁凡数上。

小有水旱，辄上闻……朝上夕报可。”① 另有记载说，于谦每至一地，即立木牌于巡

抚院内，一书 “求通民情”，一书 “愿闻利弊”，故而 “二省里老，皆远来迎公”。于

谦亲自接待这些来自基层社会却具有重要影响的 “父老”，了解民情，并进行现场动

员，要求富民和政府一道，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一时富民乐捐，而尚义者甚众”。

人们普遍认为，尽管于谦有 “匡辅社稷、经世济国”之才，但如果不是这样 “虚衷

下问、实心采访”，也 “难施利济之谋”。② 可见，在动员民众响应国家号召的过程

中，政策的执行者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再看江西，前后巡抚赵新、韩雍同样作用重大。

正统年间历任礼部侍郎、吏部尚书的王直，对正统二年受到旌表的 “十大义民”

中的第一位、江西吉水县富民胡有初的 “善举”作了过程性描述：

岁甲寅 （宣德九年）大饥，饥民至操兵为盗。柯暹理县事，以为忧。公
（按：胡有初）曰： “勿忧也，此但求食耳，赈之当自定。”首出谷一千石佐县

官。柯喜，称公为大丈夫，作诗美之。诸富民稍稍皆出谷以助赈施。吏部侍郎

赵公巡抚至县，又于公劝分，公又出五百石。赵公大悦，上其事。天子嘉之，

降敕旌为义民，劳以羊酒，复其家。于是公之义声闻天下。天下富民皆化公所

为，争出谷以济饥。而义民之旌，亦满天下。③

江西巡抚赵新 “总督税粮”的贡献，不仅是动员胡有初再次纳粮助赈，更将胡有初

的事迹上报朝廷，通过朝廷旌为 “义民”，将发生在地方一隅的个人行为提升为社会

形象，为所有的富民树立起榜样。

景泰时期出任江西巡抚的韩雍，不仅和于谦一样深入民间，还进行了另一种方

式的动员，命江西提学副使韩阳 “博采国朝江西诸故老之诗”，从洪武一直到正统，

凡朝中 “大佬”、当地 “耆宿”，包括正统、景泰年间的内阁首辅杨士奇、陈循，吏

部尚书王直等，皆行采录，编成 《皇明西江诗选》１０卷。这是当时在全国产生重要

影响的江西 “形象工程”，韩雍亲自为 《诗选》作序，盛赞江西 “艺文儒术之盛甲于

天下”，并将杨士奇等人的 “台阁诗”吹捧到 “颉颃李杜”的地位，给足了十分看重

门第的江西缙绅、江西富民面子。投桃报李，江西缙绅、富民们也在纳粮助赈中回

报了韩雍。

不仅如此，尽管明朝官场已经发生各种问题，但正统、景泰时期的吏治从整体

上说是相对整饬的，出现了大批廉洁奉公、体察民情的官员特别是中下级官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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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１７０ 《于谦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４５４３—４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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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代表着朝廷，直面民众，这类官员在当地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从于谦、赵新、韩雍到在赈灾助饷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其他地方官员，无疑

代表着当时明朝的 “国家形象”。在灾荒来临之际、在政府需要社会援手之际，国家

动员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所代表的 “国家形象”。

但是，如果说正统时期国家动员的成功更多是因为 “国家形象”，那么，景泰年

间则明显辅之以 “国家强制”，至少，“国家强制”与 “国家形象”同样重要。

景泰二年五月，在京各卫及顺天府军民２０余人联名上疏，说户部责令其运米边

卫，给 “冠带”以奖励，但各家虽有 “微赀”，其实十分拮据，无力运米，请求朝廷

宽免。景帝为此责备户部： “朝廷以得人心为本，边粮转运，听其自愿，安可强

之？”① 这显然是一个典型的 “强制”运米授 “冠带”事件，甚至可以反映当时的一

般状态。更大范围的强制发生在景泰三年十二月，户部尚书金濂上疏：

臣等切见北京八府、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民多凋弊；四川、湖广、

两广、福建，民亦艰食。惟浙江、江西、直隶苏松等处，古称财赋渊薮，乞敕

此数处巡抚并三司卫府，于所管官员及有力军民之家，共选六千名，每名令备

米或麦四百石，或粟米五百石，运赴通州上仓，以佐国用，给冠带以荣终身，

仍于本里立坊旌之。②

这是专门针对 “财赋”重地苏 （州）、松 （江）、江西、浙江地区的国家强制。虽然

金濂提出 “不愿者勿强”，但既然有六千名的定额，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强制性摊派。

景泰四年五月，户部对此事有了明确意见：“先因国用浩繁，灾伤屡见，劝谕浙江等

处殷实之家，有自备米麦四五百石送赴通州交纳者，就给冠带以荣终身……今闻各

户运粮将到，宜令该仓如法收受，勿得留难。”③ 可见金濂关于苏、松、江、浙六千

富民 “自备米麦”运赴通州给予 “冠带荣身”的强制措施至少部分得到落实。景泰

四五年间，江西１３府无一遗漏、无一重复的富民纳粮赈灾并逐府受到旌表，以及韩

雍事后上疏朝廷，“民间殷实之家，亦已劝谕纳谷旌异外，再难措置者”，④ 虽然尚

未发现各府的具体定额，但摊派到各府、动员到个人却是十分明显。

其实，即便在正统年间，于谦、赵新、柯暹等人固然代表着 “国家形象”，但他

们在进行 “国家动员”的过程中，也难免有 “国家强制”的成分。吉水知县柯暹以

饥民 “操兵为盗”之 “势”、江西巡抚赵新以钦差大臣之 “位”，亲自 “劝分”，使胡

有初的纳粮多少有 “被自愿”的因素。于谦在河南、山西，要求富豪之家除去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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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粮外，将剩余粮食减价卖给饥民，或捐纳官府，如有提高粮价者，严惩不贷。①

这是于谦 “恩威并济”的 “威”之所在，强制也在其中。

三、“国家动员”遭遇的人心冷暖

同样在正统时代，应天巡抚周忱、苏州知府况钟，也深受民众爱戴，其 “国家
形象”不逊同时代的于谦、赵新。而二人运用权术的机变、实施强制的手段，甚至
超过于谦、赵新。但是，他们在江南地区进行的 “国家动员”，却没有像于谦、赵新
在山西、河南、江西那样卓有成效，南直隶江南地区和浙江，对于政府的赈灾助饷
动员，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漠，正统时期见于 《实录》的旌表富民，周忱管辖的
南直隶江南地区竟然只有十几位，况钟为知府的苏州仅两位。

与苏州毗邻的松江，知府赵豫具有极佳的官声，人们将其与况钟并论：“当时论
者以 （况）钟为能吏， （赵）豫为良吏。”② 但松江在 《实录》中被旌表的 “义民”

或被授予 “冠带”者一位也没有。与苏州、松江、常州同属 “浙西”经济文化圈的
杭州、嘉兴、湖州，也只是各有两位。

这不应该是一种 “巧合”，也不能仅从官员的是否亲民、是否廉能、是否具有
“国家形象”乃至是否运用 “国家强制”来解释了。

周忱巡抚江南，和赵新、韩雍巡抚江西，于谦巡抚河南、山西一样，主要职责
是 “总督税粮”，并在自然灾害来临之际，赈济灾民、减免田赋。作为苏州、松江知
府，况钟、赵豫的基本职责，也是保证国家税收在当地的落实，当然更承担着稳定
地方的责任。但是，周忱、况钟、赵豫等人在江南还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那
就是 “苏松重赋”。《明史》说：“太祖平吴，尽籍其 （按：指张士诚）功臣子弟庄田
入官，后恶富民豪并，坐罪没入田产，皆谓之 ‘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苏赋比
他府独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七万石，民不能
堪。”③ 松江、常州及嘉兴、湖州的状况也与此相似。周忱到任后，与苏州知府况
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等，反复计议，“曲算累月”，终于说服朝廷，苏
州田赋定额每年减免７２万石，松、常、嘉、湖诸府也有不同程度的减轻。④ 在这种
情况下，是难以在江南诸府进行大规模纳粮助赈动员的。

况且，以苏松为中心的江南富裕地区，还有一层在短期内难以抹去的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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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国琏：《康济录》卷３上 《临事之政》，第３１７页。
《明英宗实录》卷９９，正统七年十二月丙辰，第２００７—２００８页。
《明史》卷１５３ 《周忱传》，第４２１３页。
参见伍丹戈：《明代周忱赋役制度改革的作用和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
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３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２页。



明太祖洪武建元的前一年即吴元年 （１３６７）十月，徙苏州富民 “实”濠州；①

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六月，徙苏松嘉湖杭五府 “逐末利”者即工商人口四千余户 “开
种”临濠；② 十九年，命吏部选取直隶应天及苏松等府州县富民子弟１４６０人赴南京
补吏；③ 二十四年七月，徙 “天下富民”特别是苏松常杭嘉湖富民共５３００户至南
京。④ 洪武三十年，根据明太祖的旨意，户部在编制 “鱼鳞图册”的基础上，籍得
直隶应天、苏州等１８府州及浙江、江西等９布政司有田７顷以上的富民共１４３４１
户。⑤ 几年后即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八月，明成祖根据这个名单按图索骥，命徙直隶
江南的苏州等１０府州及浙江等９布政司富民于北京，为迁都作准备。⑥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强制迁徙，针对的都是 “富民”，特别是 “浙西”即苏松常杭
嘉湖及其周边地区的富民，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通过国家强制进行的 “杀富济
国”行为，因为被迁徙富民在原籍的田地，遂由 “民田”转变为 “官田”乃至 “没
官田”。

而且，对富人连续的强制迁徙并没收其田地，无疑在向全社会宣告：私人财产
不受保护，随时可能遭受国家的无条件剥夺。

这一系列的强制移民，前后延续了３０多年，最后一次即永乐元年的苏松等府、

浙江等省富民的强徙北京，距离正统时期的纳粮赈灾动员仅３０年。而在正统、景泰
年间，被强制迁徙到凤阳、北京的江南富户及其后人，仍在不断试图逃回原籍。明
朝政府也仍不断在江南地区缉捕逃回的富民及其后人，并且勾稽已经去世或逃亡的
富民在江南原籍的亲属。⑦

这些因素，既在洪武、永乐时期导致了江南富民对 “亡元”的怀念、对 “兴明”

的不满，⑧ 以及对于 “露富”的恐惧，也在正统、景泰时期导致了以苏、松、常、

杭、嘉、湖为中心的两浙地区在赈灾助饷过程中表现冷漠。

比两浙地区更加冷漠的是福建，这里民众生计多在海上，此时正陷入明太祖
“寸板不许入海”的窘迫之中。他们的旌表数成为 “殿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即使在响应赈灾助饷动员中十分抢眼的江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正统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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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２６，吴元年十月乙巳，第３８３页。
《明太祖实录》卷５３，洪武三年六月辛巳，第１０５３页。
《明太祖实录》卷１７９，洪武十九年八月辛卯，第２０７４页。
《明太祖实录》卷２１０，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第３１２８—３１２９页。
《明太祖实录》卷２５２，洪武三十年四月癸巳，第３６４３页。
《明太宗实录》卷２２，永乐元年八月甲戌，第４１５页。
李东阳等：《（弘治）大明会典》卷２１ 《户部六·事例》，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６１７
册，第２４９—２５６页。
业师郑克晟教授于此论列尤详，特别指出：故元对江南大族的保护、田赋极轻而劳役
极少，与明初形成鲜明的对照。（郑克晟：《明代战争探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第４—８页）



作为江西 “省府”的南昌府，因纳粮助赈而获旌表的富民仅有４位，袁州府竟无一

人。这二府正与苏、松、嘉、湖一样，属于 “重赋地”。①

可见，积极有积极的原因，冷漠也有冷漠的道理。明前期对经济发达地区实施

的无条件剥夺，“冷却”了这里的 “民心”，导致民众对 “国家动员”的冷漠态度。

要在经历了国家反复剥夺之后的地区再行强制性摊派，显然非常困难。

当然，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传统，也在其中发生重要作用。洪武十五年十一月，

明太祖让户部发布榜文：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

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忠孝仁义之民，刑罚何由而及哉。近来两浙、江西

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

其愚亦甚矣。曷不观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诉，惟知应

役输租，无负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②

这是一个带有政治定性色彩的告示。在明太祖的眼中，确切地说，是通过户部的榜

文，传递着当时统治者的 “主流”认识： “中原”即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

区，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民众更好管理；两浙即以苏、松、常、杭、嘉、湖为中

心的江南地区以及江西，虽然经济相对发达，但更多 “刁民”。所以，明太祖不仅把

江南的苏州、松江，浙江的嘉兴、湖州，江西的南昌、瑞州、袁州定为 “重赋地”，

而且命户部不得有苏州、松江及江西、浙江籍的官员和吏员，这就是著名的 “苏松

江浙人毋得任户部”的禁令。③

半个世纪之后，以河南为中心的 “中原之民”，仍然在用纳粮赈灾的热情，回报

明太祖的鼓励；而 “两浙”之民，特别是苏、松、常、杭、嘉、湖之民，乃至江西

的南昌、袁州之民，也在用他们的冷漠，继续为明太祖的政治定性提供依据。

但是，和 “两浙之民”一起遭受批评的 “江西之民”，尽管有南昌、袁州的冷

漠，在赈灾助饷的整体表现上，却和 “中原”之民一样积极，或者说一样容易 “被

强制”。关于这一点，无论是 “江西之民”还是 “两浙之民”，自身的认识都比时时

以 “北人”自居的明太祖、比在圈外围观的 “中原之民”看得更加清楚。

浙江台州籍学者王士性站在 “两浙”特别是 “浙东”的立场，指出江西与 “两

浙”主要是 “浙西”民风的不同：“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简朴……绝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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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年九月，诏建世宗雍正帝 “圣德神功碑”，碑文曰： “自元季张士诚据苏、松、
嘉、湖，陈友谅据南昌、袁、瑞，与明太祖苦战于江东西，横敛以给军。终明之世，
故籍未改。”（《清高宗实录》卷５１，乾隆二年九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第８５０页）
《明太祖实录》卷１５０，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丁卯，第２３６２—２３６３页。
参见方志远、李晓方：《明代苏松江浙人 “毋得任户部”考》，《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以故大荒无饥民、游子无内顾，盖忧生务本，俗之至
美。”这种 “至美”之俗，与明太祖表扬的 “中原之民”极为相似。而与此形成鲜明
对照，喜作 “鲜衣怒马、燕宴戏剧”的，恰恰是浙西的风俗。以杭州为例，王士性
指出：“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
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
然……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
已，明日又别为计……其风俗华丽，已入骨髓。”①

王士性的这段对比，又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当政府需要民间纳粮助赈时，

江西在整体上和浙西即苏、松、常、杭、嘉、湖不同表现的另一层原因：江西以农
为本，衣食取足于田地，虽然多有外出谋生从事工商业者，但最终目的却是养家糊
口，而不是为了娱乐。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其实与中原地区的民众更为接近。或
者说，这是中国内陆粮食生产区民众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和以农业立国、以崇本
抑末为基本国策的朝廷有着更多的默契。

两浙特别是浙西民众虽然也是 “勤劬自食”，甚至超过江西、湖广、中原之民，

但由于城镇人口多，特别是 “六朝”以来形成、经宋元时期强化的追逐时髦奢华、

喜作 “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风，导致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这种生产、生活
方式，与明朝前期的基本立国方针格格不入，所以洪武、永乐时期对这一地区进行
舆论压制和经济制裁。

江西泰和籍大学士陈循则站在江西的立场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比较江西与浙江、

福建的异同：“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
多。江西各府，而臣吉安府又独盛。盖因地狭人众，为农则无田，为商则无赀，为
工则耻卑其门地，是以世代务习经史……其风俗如此。其心初皆望由科举出仕，但
见解额有限，自度不能皆得，故其就训导保举者愈多也。”② 江、浙、闽同为科举大
省，但江西特别是其核心文化区吉安、抚州等地，对 “举业”、“功名”有更大的热
情，永乐至正统时期，有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说。③ 即使科举无望，通
过纳粮赈灾旌为 “义民”、获取 “冠带”，在当地也是十分体面的事情。

对 “国家荣誉”的重视，又是江西、湖广之民和中原之民更为相近的特点，

也可以说是 “崇农务本”地区的共同特点。其中，还隐含着 “国家荣誉”在这些
地区的 “附加值”。富民们获得了 “国家荣誉”，同时也就获得了在地方事务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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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性：《广志绎》卷４ 《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８０、６９页。
《明英宗实录》卷２６８，景泰七年七月丙辰，第５６９０—５６９１页。
钱谦益 《列朝诗集》乙集卷２ 《周讲学叙》云：“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 ‘翰林多
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７２页）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卷２ 《吴伯宗》则云：“状元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６页）



话语权。景泰时期，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言指出了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天下各
府州县纳米旌表义民中，有倚朝廷旌表为由，门立三门，中门常杜人，不令往来。

又创立高楼峻阁、刻画龙凤，名为 ‘御书楼’、‘敕书阁’，况有酷害良善、暴横乡
曲、乘轿引导者。”①

相对而言，两浙特别是浙西地区，乃至福建、广东等远离 “朝廷”、面向大海的
地区，对 “国家荣誉”相对 “淡定”。这种心态的形成，既因为财富的拥有比荣誉的
获得更 “实惠”，也因为民众更习惯于民间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来调节类似于赈灾及其
他的社会问题。②

四、从 “冠带荣身”到 “纳米入监”

问题还在于，无论中原之民如何 “奉法守分”，无论 “崇农务本”地区之民如何
期望得到 “国家荣誉”，在经历了正统、景泰时期的多轮动员之后，这些地区对待国
家动员的态度，也逐渐趋于沉寂。无论官员如何展示 “国家形象”，也无论官府如何
实施 “国家强制”，在明廷反复动员赈灾助饷的过程中，两浙之民并没有学习中原之
民，倒是中原之民在学习两浙之民。可见，围绕着同一主题，国家动员可再一再二，

不可再三再四。民间盛行 “救急不救穷”的理念，同样适用于 “国家动员”。动员富
民纳粮赈灾或助饷应为 “应急”措施，一旦成为 “常规”手段，则有 “敛财”之嫌。

正是因为国家动员在景泰时期遭遇到的普遍性 “沉寂”，导致明廷在各地巡抚的
呼吁下不得不降低富民获得国家荣誉的门槛。

景泰三年十一月，山西 “冠带荣身”的纳米数由８００石降为５００石，江西由

１２００石米降为６４０石。四年四月，苏州等府 “冠带荣身”的价位由１５００石降为８００
石。五年七月，浙江已经获得 “冠带”的富民，九品、八品者再纳米３００石，七品、

六品者再纳米６００石，“俱升一级”。六年八月，朝廷再行降价，命江西、浙江军民，

有能纳米２００石者，即授从九品 “冠带”，再纳者每２００石递升一级。到七年正月，

由于 “连年水旱民艰，加以远运军储”，命 “湖广军民”有能纳米１００石者，即给冠
带。而且，有能纳米５００石者，授军职百户，８００石授千户，“俱终其身”。③

短短的四年， “冠带荣身”的门槛，由８００—１５００石降到了１００—２００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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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实录》卷２５７，景泰六年八月辛未，第５５４０页。
参见森正夫：《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荒政和地主佃户关系》，南炳文译，刘俊文主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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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５３１—５５３２页；卷２６２，七年正月甲午，第５６０１页。



“冠带”的品级却可以加到六品乃至以上，纳米实授军职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国家
荣誉”在频频遭遇民众的冷落之后，急剧贬值。在这种形势下，明廷在 “冠带荣身”

的基础上，推出了 “纳米入监”的新政策。

景泰四年四月，有山东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表示，愿纳米８００石赈济灾民，条
件是入国子监读书。当时在山东救灾的宦官武艮、礼部右侍郎邹干联合上疏，认为
山东等处正遭遇灾荒，赈济艰难，“乞从其请，以济权宜”。明廷批准了二人的奏请，

接受伍铭等人的捐纳，允许其入监读书，并因此定下 “则例”：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
县，凡有官学生员能纳米８００石于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灾民，“愿入监读书者
听”。① 通过这种方式入国子监者，后来被称为 “例监”，即由纳米入监的 “则例”

而入国子监的监生。一个月之后，明廷降低了入监的门槛，纳米数由８００石降为

５００石，“比前例减三百石”。②

从此，“纳米入监”与 “冠带荣身”一道，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动员手段，

并在天顺五年 （１４６１）十月，发展为 “纳马入监”例，实施地点在陕西、河南、山
西，同时辅之以 “冠带荣身”：府州县学生员有纳马７匹者，即入国子监为监生，
“挨次出身”；如果已经是国子监监生，纳马５匹，立即送吏部任命官职；吏员一考
以上者纳马６匹、未及一考者纳马８匹，即给冠带，并送吏部免其京考办事；军民
人等有纳马５匹者，即以冠带，以荣其身。③

虽然 《实录》并没有将 “纳米入监”及 “纳马入监”者的姓名一一载入史册，

但据天顺八年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高明披露，自景泰四年推行纳米纳马入
监 “则例”以来，十年时间，国子监的 “例监”人数已 “多至万余”。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富民 “纳米入监”的热情也逐渐降温，致使明廷又不
得不降低入监的门槛，包括数量上和身份上的。

成化二年 （１４６６）闰三月，总督南京粮储右都御史周瑄因应天、凤阳、淮安等
府 “饥荒特甚”上疏，请移文江西、浙江及南直隶等处：其一，凡府州县学生员，

廪膳生能备米１００石、增广生能备米１５０石，并将米运赴上述缺粮地方者，许充南
京国子监监生。其二，各色人等纳米１００石，即于本处司、府、州、县充吏，三考
赴京，授予冠带；南京各衙门三考役满吏员，于应天府纳米５０石者，即于南京吏部
授予冠带办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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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英宗实录》卷２２８，景泰四年四月己酉，第４９９３页。伍铭纳米入监并由此产生明代的
纳粟入监例，不仅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清代一些地方志书也有记载，如乾隆 《番禺县
志》（卷１４）、《揭阳县志》（卷５）、《夏县志》（卷７）及民国 《清远县志》（卷１０）等。
《明英宗实录》卷２２９，景泰四年五月庚申，第５００２页。
《明英宗实录》卷３３３，天顺五年十月壬申，第６８２６页。
《明宪宗实录》卷１１，天顺八年十一月庚申，第２３９—２４０页。
《明宪宗实录》卷２３，成化二年闰三月癸酉，第５５２页。



虽然 “入监”的纳米数从景泰四年的８００石、５００石，降到了１００—１５０石，
“冠带”的纳米数也一再降低，但响应者并不踊跃。

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鉴于各地灾荒、纳米困难，户部奏准开 “纳银入监”例，

各地生员愿于该部纳银者，廪膳生２５０两、增广生３００两，可入监读书，但报名者
仅１４人。① “纳米 （银）入监”遇到了 “旌异优免”、“冠带荣身”曾经遭遇过的同
样尴尬。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直隶大名县王 等３名生员，赴山西纳银
并获得了入监的资格。但礼部在资格审查时发现３人均为 “附学生”而非要求的 “廪
膳生”或 “增广生”，建议清退。但是，礼部要恪守 “礼”，户部就得退还 “银”，两
部因此发生争执。最终，“礼”拗不过 “银”，银子一旦入国库，没有退还的道理。成
化皇帝直接作出处理，礼、户二部各退一步：“违例诈冒入监，本当革退。但既纳银
赈济矣，姑容本学为增广生读书，年二十以下者八年、二十以上者五年。满日，有司
重给文移，赴部送监。”并将这一处理作为可以沿用之 “例”：“类此者如例行之。”②

从此，附学生在纳米入监、纳银入监的问题上，获得了与廪膳生、增广生同样的资
格，只是需要比增广生多交若干钱粮而已。纳米 （银）入监的身份性门槛也降低了。③

“旌异优免”、“冠带荣身”、“纳米入监”政策的相继推出并不断降低门槛，既反
映出民众对明廷 “国家动员”即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变化，也折射出国家权力与社会
财富之间态势的变化。直接推动这一变化的，是持续不断的天灾和大范围的饥荒。

五、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灾害无时不有，西北旱而东南疫，华北涝而西南震，乃是
十分平常的事情。但在宣德至景泰年间，明朝却进入了立国６０年以来的自然灾害多
发期，灾害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域广乃至水旱蝗震交替而至、重叠发生。

据竺可桢、王绍武等先生的研究，中国在１４—１９世纪，经过了一个 “小冰期”，

从１５世纪２０年代也就是永乐末年宣德初开始，气候比过去更为寒冷。其中，在

１４５０年即景泰元年前后，华北发生明代最冷的气候，华东在同一时期的气温，也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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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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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明英宗实录》卷２６５，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戊戌，第４４９２—４４９３页。按：从纳米入监
到纳银入监，是明代社会进程中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标志着白银正在成为重要的流
通手段。国内外的许多学者认为，明代的白银多由海外主要是美洲而来，但成化时期
哥伦布尚未发现 “新大陆”，美洲的白银自然也无从流入中国，那么，国内市场上的这
些白银又是从何而来，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明英宗实录》卷２８０，成化二十二年七月癸丑，第４７１８—４７１９页。
不久之后，这个门槛进一步放低。《明史》卷６９ 《选举一》：“迨开纳粟之例，则流品渐
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员之例以入监，谓之民生，亦谓之俊秀。”（第１６７９页）



高于１５２０年及１５７０年前后。① 这一气候的总态势，使宣德至天顺时期发生的自然
灾害，比洪武至永乐时期更频繁、更严重。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洪武至永乐时期的５７年，共发生自然灾害８５１次，其
中水灾３２４次、旱灾１７３次、虫灾１０１次、疫灾２６次。宣德至天顺时期的４０年，

共发生自然灾害１０４８次，其中水灾２９９次、旱灾２４９次、虫灾１９８次、疫灾４５次。

不仅次数更多，重大特大灾害也多。

宣德二年秋冬及三年春夏，南北直隶、湖广、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几乎整
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以北，均陷于大旱之中，其中山西的３３个县、北直的２６个
县，连续８—１０个月干旱无雨，“麦苖枯死无收”。② 旱情结束后，一些地区刚补种作
物，又遭遇连日大雨。北直顺天、保定、河间等府的４０多个州县，“山水泛涨，冲
决堤埂，淹没田稼”。③ 湖广各地也在大旱后遭受大涝，宝庆、长沙等府受到持续七
个昼夜的暴雨袭击，“山水骤涨，平地高六七尺，淹没庐舍田稼，漂溺人民”。④

宣德八年，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受大范围的旱灾，南北直隶及河南、山东、山西
的大部分地区，春夏无雨。⑤ 接踵而至的是第二年的春夏时期，长江流域的南直、

湖广、江西、浙江及川东地区发生旱灾， “陂塘干涸，农田禾稻皆已焦枯，秋成无
望”。⑥ 而湖广、河南、江西及南直的应天、苏州、松江、扬州、凤阳、淮安等府，

以及北直部分地区，旱灾之后是水灾，并不同程度发生了蝗灾。⑦

连续的大范围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和大量的饥民、流民，不仅各地夏
税税粮无法完成，十分有限的粮食储备也在迅速消耗。宣德五年于谦、赵新等人巡
抚河南、山西、江西等处，“总督税粮”，宣德八九年间胡有初等人纳粮助赈并在正
统二年被集体旌表为 “义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

继宣德时期的连续大灾之后，正统四年夏秋之间，京畿地区连下暴雨，暴雨之
后是几个月的 “亢阳不雨”，陕西、河南、山西及江西、湖广、南直的部分地区也遭
受长达两个月的旱灾。⑧ 这一轮的灾害，直接促使明廷采纳邵弘誉的建议，在全国
范围进行明朝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纳粮赈灾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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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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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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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考古学报》１９７２年第１期；王绍
武、王日昇：《中国的小冰河期》，《科学通报》１９９０年第１０期。
《明宣宗实录》卷４２，宣德三年闰四月壬寅，第１０３７页；卷４３，三年五月壬申，第

１０６２页。
《明宣宗实录》卷４５，宣德三年七月丙辰，第１１００页。
《明宣宗实录》卷４３，宣德三年五月丙寅，第１０５０页。
《明宣宗实录》卷１０１，宣德八年四月戊戌，第２２６５—２２６７页。
《明宣宗实录》卷１１２，宣德九年九月己卯，第２５３１页；卷１１３，九年十月己酉，第

２５４１页。
《明宣宗实录》卷１１２，宣德九年八月乙丑，第２５２０页。
《明英宗实录》卷５６，正统四年六月戊戌，第１０７３页。



“土木之变”的政治危机，迫使明廷在 “旌异优免”的基础上，加大国家动员的
力度，推出 “冠带荣身”政策。政治危机刚刚过去，就进入正统十四年冬景泰元年
春的严寒期。从景泰三年开始，连续三四年，南北直隶及山东、山西、浙江、江西、

湖广、云南、贵州的部分乃至大部分地区，连遭水旱、地震、虫蝗等灾害。为了赈
济灾民，明廷继 “旌异优免”、“冠带荣身”后，连续推行 “纳米入监”及纳米为僧
道、纳米为吏典等救灾措施。①

客观地说，在自然灾害和政治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明朝政府表现出一个 “责任”

政府应有的态度，无论是正统君臣还是景泰、天顺君臣，都认真对待当时发生的自
然灾害及社会动荡，并积极探索赈济灾民的办法。

但此时的明朝，也正在出现种种问题，其中既包括由于人口增长、赋役不均而
造成的民众流亡，也包括由于政府主导作用缺位而导致的水利失修，以及由于各种
原因特别是持续天灾而造成的国家储备不足，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一个在自然灾害
来临之际、在赈灾与筹饷双重压力下仍然希望有所作为的政府，逐渐感到力不从心。

明朝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旌异优免”、“冠带荣身”、
“纳米入监”相继成为明朝国家动员的核心政策，正反映出这一变化的过程。

当正统时期朝廷旌表 “十大义民”，以及采纳邵弘誉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纳
粮助赈动员时，国家权力表现出极度的自信，“义民”称号也在许多地区的民众之中
享有崇高声誉。正统六、七年间，当富民的纳粮助赈达到高潮时，国家权力进一步
傲视社会财富，朝廷只是以省、府为单位公布 “义民”的数字以及富民代表的姓名，

其他的均被 “等”去。此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政府。这个政府一面接
受富民纳粮助赈，一面向他们授予 “国家荣誉”，而他们的姓名，大多只能在各地志
书中部分得以保留。②

虽然明廷一直希望保持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势，但连续不断的灾荒和突如其来的
“土木之变”，迫使其在 “旌异优免”的基础上，以 “冠带荣身”进行赈灾助饷的动
员，而且根据地区的不同分出等级，明码标价，甚至在 “土木之变”后试图将其作
为新的财源。这样，以 “赈济灾民”为号召的国家动员的本来意义被削弱，表现出
明显的 “敛财”倾向，从而导致国家荣誉的贬值，也引发了种种批评。

国家既不珍惜名爵，民众遂轻视朝廷；民众的善意一旦受到亵渎，国家的声誉
必然同时受到伤害。胡有初等人先有纳粮助赈的 “义举”，然后才获得朝廷的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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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明代特别是宣德、正统、景泰年间的各地水旱虫疫及地震、海潮、风沙诸灾，赫
志清主编的 《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待出版）作了详细的统计与分析。
以太原府为例，《明英宗实录》记载该府正统年间因纳粮赈灾而被旌表为 “义民”者共

５３人，但被列出姓名的仅于敏等５人；雍正 《山西通志·孝义传》记载的共２６人，仅
为 《实录》的一半，可见就数字的统计来说，地方史志远不如 《实录》；但是，这２６
位 “义民”的事迹却在地方史志中被记载下来，这又是 《实录》所不具备的。



陈安常等人因为纳粮纳草，然后被朝廷授予 “冠带”。但伍铭等人却是在提出 “入
监”的要求被应允之后，才行纳米。在这个过程中，民众逐渐由被动接受政府的荣
誉，转变为以财富为砝码，主动向政府开出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如果说 “旌异优免”

是政府对富民 “义举”的奖励，“冠带荣身”则是政府以国家荣誉和社会财富进行的
“明码标价”的交易，而富民在 “纳米入监”、“冠带荣身”过程中的讨价还价，更是
将财富 “待价而沽”，颇有 “俯视”国家权力之势。根据当时的制度，在京三品以上
官员，可荫子、孙各一人入国子监读书。① 因此，在 “入监读书”的待遇上，在京
三品以上职位，只相当于富民１００石米或２５０两白银。甚至可以认为，三品以上京
官荫子、荫孙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是 “沾”了富人的 “纳米入监”、“纳银入
监”的 “光”，是对官员的一种补偿。

如果将视野向前延伸，可以清晰地看出明朝立国１００年间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
之间发生的 “异势”：洪武、永乐时代徙苏松江浙之民于凤阳、南京，徙苏、松诸府
及九布政司之民于北京，是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的 “无偿”剥夺；正统、景泰时代
的 “旌异优免”、“冠带荣身”，虽然带有不同程度的 “国家强制”，却是 “有偿”强
制，表现出国家权力公开认可个人拥有社会财富的合法性；而景泰、天顺时代的
“冠带荣身”、“纳米入监”，国家权力和社会财富之间已经是相对意义上的 “等价交
换”了。

可以说，是国家权力的无偿剥夺，导致了经济发达地区民众对国家动员的冷漠；

而带有敛财倾向的反复动员，既损害了国家荣誉的尊严，也导致了经济欠发达地区
民众对国家动员的态度由热情到冷漠。各地民众对于国家动员的态度，迫使国家权
力向社会财富低头，并且重新构建二者之间的关系。

推动这些变化的重大契机，竟然主要是因为两个字：“灾荒”。但是，看似因为
灾荒而导致的明代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之间关系的变化，其实却有着更为深刻的社
会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历代社会进程的某些共同轨迹。

明朝前期对社会财富的剥夺和打击，建立在社会经济遭受元末明初长时期战争
的严重摧残，以及由战争机器转化为国家机器的国家政权强势统治社会的基础之上，

明太祖、成祖以其雄才大略和巨大权威，奠定了明朝立国的基本规模，也竭力将民
众的生产、生活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中。而作为 “责任政府”的明廷在灾荒来临、国
家赈济发生困难之际，动员并组织民众纳粮助赈，其思路正是继承了 “祖宗”从生
活、生产方式上控制民众的做法。

但是，随着战争创伤的逐渐愈合和社会经济的日渐复苏，社会财富在积累，人
们的价值观念及社会风尚也随之发生变化。正统时于谦巡抚山西、河南，一面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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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宪宗实录》卷４０成化三年三月甲午：“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孙各一人入监读书。”
（第３２７页）



百计赈济灾民，一面对社会风气的变化痛心疾首： “山西人民，多有乐户。男不耕

种、女不纺绩，淫嫚成风，游食度日。不才官吏，往往呼使，歌唱奸淫，因嘱公事，

以毒良民。”① 景泰时南京监察御史尚裭指出另外一种风气：“近年以来，释教盛行，

满于京师，络于道路，横于郡县，遍于乡村。聋瞽士民，诱煽男女，廉耻道弃，风

俗扫地。”② 天顺、成化之际，户科都给事中丘弘等人指出：“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

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拟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

下仿效，习以成风。”③ 大学士丘浚则发现：“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

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食日用之需……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东

为甚。”④ 这些描述虽然不无夸张，却反映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人

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了新的追求，他们求财求享乐、求福求平安。

虽然于谦、尚裭等人更多的是在谴责民众，但对当时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起

示范作用的，恰恰是 “朝廷”。《菽园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

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路，骚扰甚矣。

自 （王）振秉内政，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是虽圣君

贤相治效所在，而内官之权，振实揽之，不使泛滥四及，天下阴受其惠多矣。

此亦不可掩也。⑤

暂且不论王振个人的是非功过，需要指出的是被称为 “仁宣之治”的洪熙、宣德时

期，朝廷已经在用自己的行为向民众示范对社会财富、对 “服食日用”的追逐。天

顺时期司礼监太监富安的一个奏疏，更揭示出当年郑和下西洋的 “源动力”及郑和

死后朝廷的弥补措施：“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

十余年，府藏虚竭，请遣内官于云南等处，出官库银货收买上纳。”⑥ 景泰、天顺及

成化时期公开身份为锦衣卫副千户、千户且子孙世袭的屠宗顺，则是专为朝廷筹办
“珍珠宝石诸物”的商人。⑦ 而北京的巨寺大观，均为皇家投巨资修建的祈福之所，

为 “释教盛行”的标志性建筑。⑧

当社会经济尚在复苏、各种信息难以传递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与皇室、朝廷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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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英宗实录》卷４３，正统三年六月丙寅，第８３８页。
《明英宗实录》卷２４８，景泰五年十二月辛卯，第５３７１页。
《明宪宗实录》卷８６，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第１６７７页。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２５ 《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市籴之令》，日本东京大学东
洋文化研究所藏正德元年刻本，第３２页。
陆容：《菽园杂记》卷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８１页。
《明英宗实录》卷２８７，天顺二年二月戊申，第６１５５页。
《明史》卷１８０ 《丘弘传》，第４７７１页。
参见何孝荣： 《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８０—２３６、４０３—４３８页。



比。一旦社会财富积累、人们物质条件得到改善，各种信息扑面而来的时候，“上行
下效”、“上下仿效”也就非常自然了。缺口既开，其势十分迅猛。这一系列事情的
发生，正与明廷以 “旌异优免”、“冠带荣身”、“纳米入监”进行赈灾助饷动员并不
断降低其门槛同步。所以，“国家动员”越来越得不到民众的认同，效果越来越不如
人意，既有部分地区灾荒连年、“民力已尽”的因素，也有民众对政府一而再、再而
三强制性动员的厌倦，更是因为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
化。对财富的追求、对享受的追求，已经超过了对于国家荣誉的追求。而且，既然
朝廷可以持续挥霍财富，凭什么不断要求富人承担社会责任？既然代表 “国家形象”

的一些 “不才官员”正在 “歌唱奸淫，因嘱公事”，又怎能令富人放心将赈济钱粮交
付他们支配？①

那么，国家权力为何不对社会财富再次祭起强制乃至剥夺的法宝？非不欲也，

是不能也。不仅太祖、成祖那样的权威不再，更重要的是明朝建立半个多世纪之后，

国家权力的构成者已演变为 “财富拥有者”。他们或是世袭军功的旧贵族，或是科举
入仕的新官僚，纷纷用自己的方式跟随时代的步伐，聚敛钱财，自然不可能对自己
进行剥夺和强制。而在各种经济活动中积累起财富的富民，也开始在各自的地方社
会中发挥作用，他们及他们的子弟或者因为进行各种公益事业被旌为义民、“冠带荣
身”，或者进入国子监读书乃至进入官场，不但在民众之中树立起威望，也成为地方
官府依靠的势力，甚至成为地方官员的 “衣食父母”，要对他们再行剥夺或强制，并
非易事。②

这一情况的出现，同时造成两个方面的后果。第一，“国家动员”在民众中的号
召力，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开始下降。此后明代对灾民的赈济，更多是走政府
倡导、民间救助的道路 （笔者将另文讨论）。第二，个人财产的合法性被政府承认，

财富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民众在 “仕途”之外，有了 “财富”的选择，弃学经商、

弃农经商成为诸多读书人或 “社会精英”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出路，明代从此进入
“官本位”与 “财富本位”并存的新阶段，这应该是社会的重大进步。江南地区在从
明朝前期的严峻冷酷中缓过气来之后，苏州、松州、杭州、扬州及其周边地区重新
成为大众文化、大众娱乐的策源地，并且创造出极大的社会财富，推动明代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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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若干年后，曾经任过南京吏部尚书的王崇庆在修 《开州志》时，已经不相信地方官府
能够真正赈济灾民：“有司不为聚敛侵渔，固已幸矣，而又望其给价以及穷民。吾恐其
未之能也。”（嘉靖 《开州志》卷１０ 《杂志·荒政》，《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４６
册，第７页下）
如胡有初，其经历是一传奇，故 “人皆惮之”，在地方社会已经有极大的势力和号召
力，亲民官是其朋友乃至跟班；不唯如此，在上层也有诸多关系，多位官员是其亲威，
所以能搬动杨士奇、王直为其作序、作墓志铭 （王直 《抑庵文后集》卷２７ 《义民胡有
初墓表》）。其他如陈谦、曾希恭、罗振等亦皆如此。



社会的形成。

明朝立国１００年发生的社会演进过程，即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始而仇视、剥夺，

继而承认，再而追逐的过程，由国家强势控制社会到控制力逐渐下降、其他的社会
力量逐渐发挥重要影响的过程，几乎在所有通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以 “农民领袖”为
主体建立的政权都曾经发生。西汉建国后，“法律贱商人”，但数十年后 “商人已富
贵”。① 这是一个自然过程。明朝本来也应是自然发展过程，但连续多年的灾荒却成
了这一过程的 “加速器”。

灾荒加速了明代社会的转型和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的 “异势”。但是，明代的
“社会财富”拥有者，又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独立于 “国家权力”之外，他们或者是通
过 “国家权力”获取 “社会财富”，或者是通过 “社会财富”购买 “国家权力”。但
是，无论是通过 “冠带荣身”、“纳米入监”还是其他 “购买”方式的入仕者，所能
够获得的职位，大多是 “闲曹”中的 “闲职”，难以进入国家权力的 “核心”。而国
家权力的真正 “核心”及 “载体”，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科道及各省巡
抚、布按二司、府及重要的州县，乃至司礼监、文书房，主要构成者仍然是通过
“科举”入仕的文官，以及 “读书正途”出身的宦官。尽管人员不断更新，但国家权
力对社会财富保持的压力，却是每个通过 “正途”进入这个机器并享受实惠的人们
所乐意看到的。

所以，尽管明朝立国的６０—１００年间，社会财富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态势发生了
变化，但直到明朝灭亡，仍然是 “国家权力”居主导地位，“社会财富”无法真正独
立存在，明代社会也仍然在原有的轨迹上行进。

〔责任编辑：路育松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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